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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仁安（１９４０－），男，上海人，历史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朱元璋研究会顾问，明清江南望族史专家。

　　［编者按］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忆江南，不应是风花雪月中的才子佳人、帝
王将相，更不是荧屏舞台上鸟叔抖抖擞擞的ｓｔｙｌｅ样板。江南好，在其历史的厚重、经济的繁茂、文化的璀璨
和土地的丰饶。江南的意味深深嵌刻在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中。“江南”已然成为一个显性的符
号，吸引着人们对其驻足，欣赏和探究。自本期始，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特开辟“江南研究”栏目。
首发两位江南研究专家的大作，其一是吴仁安教授的“明清时期中央朝廷与地方关系中的江南著姓望族”，其
二是余同元教授的“明清江南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的变化———兼论文化江南的空间范围”。籍此栏目，本刊
渴盼呈现更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江南”独到的理解与思考，从而让读者领略到一个内涵深刻、韵味绵
长、诗意萦绕的“江南”。您的关心、您的赐稿是“江南研究”成长的动力，是“江南梦”得到滋养的源泉。我们
真诚地期待着。

明清时期中央朝廷与地方关系中的江南著姓望族

吴仁安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明清时期，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江南望族士大夫均有“忠君”之志而皆能尽忠报国，

但当他们面对凶险的宦海风波或者政治风险之时，则会选择远避是非、明哲保身的“市隐”生活之路。江南望族士

大夫又热爱乡梓、维护地方利益，明清时曾为“江南减赋”不断努力，迨至晚清，江南望族的代表苏州大阜潘氏利用

该族控制的社会网络所构成的社会资源，在各种社会资源的耦合力争下使得“江南减赋”终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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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三
点：（１）家国同构；（２）世卿世禄与官僚制度；（３）君
权至上。其中，则又以“家国同构”为中国封建政治
结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在清季曾与康有为一
起倡导“戊戌变法”的梁启超曾云：“吾中国社会之
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
后国治是也。”［１］在周代以后严格的宗法制度虽然
已不复存在，但“家国同构”精神却始终贯彻于数千
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所谓“家国同构”，即家族（由
若干家庭组成）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
无论“家”与“国”，其组织系统和权力配置都是严格
的父系家长制。在家庭、家族内，父系家长（家庭的
家长、家族的族长）位尊权大，其属下成员都唯命是
从；在国内，君王则有“九五之尊”而君权至高无上，
可操纵治下子民百姓的生杀大权。这真可谓家乃

小国，而国即大家。父系家长在家族内权力至大，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易·家人》）而君
王则是全国士民百姓的严父，“夫君者，民众父母
也”（《新书·礼三本》）。而国内各级地方政权的行
政首脑，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视为属下百姓的父母官
了。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宗法关系亦即渗透于封
建国家的社会整体。此层关系，正如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经典《周易》所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
物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
义有所错。”①它清楚地表达了国家关系的先导和基
石乃是家庭（家族）关系，这亦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中“家国同构”精神的精义所在。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著姓望族作为一个

特殊的群体，曾经对当地社会乃至全国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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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任何区域文化的
内涵与特点，都有一定的渊源和载体。一地著姓望
族的生长演变，一定意义上即是该地区域文化承衍
的主要载体，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
中所呈现的生态与心态，及其所起作用和影响的综
合，则是构成区域文化内涵和特点的重要渊源。明
清时期的江南著姓望族，本质上是文化型的，即家
族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都特别重视家族教育，“世
以风雅相传”，读书、著述与藏书蔚然成风，诗礼传
家，硕儒辈出，尤其是明清江东科甲之盛冠甲天下，
许多家族都具有相当的文化积累，家族整体文化素
质较高［２］。那么，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
范式下，明清时期中央朝廷与地方关系中的江南著
姓望族又是表现如何呢？

一
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明清

江南望族一般均有“忠君”之志而能尽忠报国，做到
“家”、“国”双赢，从而亦使家祚绵长。
诚如上述，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家是小

国，国即大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
远，则忧其君”［３］，“家国同构”精神促使家族与国家
同呼吸共命运，“忠君报国”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中
国封建社会全体臣民的正宗传统思想。２００１年夏
季，笔者刚从学校教席退休赋闲，应友人邀请在浙
西天目山区消暑旅游度假。该地森林茂密，烟峦滴
翠，夏季平均气温２５℃，处处清风送凉，是一个理想
的避暑胜地。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浙西古

　　① 《易·序卦传》。

② 林大春撰《孙忠烈纪遗》，载焦竑编《献征録》第二册，上海书店１９８７年版行。并参阅吴仁安著《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编，第三章第四

节《集忠、孝、文、武于一门的浙东名族———明代绍兴府余姚县“孙境孙氏”孙燧家族史个案研究》，第２０９—２１９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版。

③ 查继佐撰《罪惟録》卷十二《孙燧》。

④ 《余姚县志》卷十四。

刹禅源寺附近一个山区乡镇的一户旧家大宅的门

柱上，看到一付古楹联，上联是“一等人：忠臣孝
子”，下联为“二件事：耕田读书”。明清时期的江
南，望族士子大都具有“忠君”之志，而“忠臣孝子”
之家则可谓比比皆有。上述那付古楹联所反映的
正是中国农耕社会一般士民的心态，也是明清封建
社会的主流意识。明清时期浙江“忠孝之家”型的
望族颇多，诸如杭州钱塘县于谦家族、绍兴余姚县
王阳明家族、余姚县的孙燧家族、山阴县刘宗周家
族、山阴县朱箎家族、山阴县何诏家族、山阴县沈绾
家族、湖州乌程县朱国桢家族、宁波府鄞县杨范家

族、鄞县张煌言家族、鄞县钱肃乐家族、绍兴余姚黄
宗羲家族；等等。其中，尤以绍兴府余姚县的孙燧
家族最为典型。孙燧（１４６０—１５１９年），字德成，弘
治癸丑进士，正德十年（１５１５年）擢为右副都御史巡
视江西。孙燧知悉宁王朱宸濠必反，乃不携家眷赴
任，结果被宁王杀害。明世宗继位后，追叙孙燧之
功，赠孙燧礼部尚书，赐谥“忠烈”并祠祀江西，赐祠
名为“旌忠”。孙燧生有三子，皆以至孝闻名。同郡
高官兼大儒王守仁（阳明）吊孙燧时曾赞曰：“公为
忠臣，公之令子为孝子。”绍兴余姚孙氏“忠孝之家”
的美名由是传遍天下。“忠烈公”孙燧正德己卯
（１５１９年）以身殉国难，炳然树大节，其堪、墀、升等
三子则贤孝相继，皆以文武鼎甲显世；诸孙、曾孙辈
等后裔群又蝉联鹊起，“一门之中，文为儒宗，武为
将表”，海内称“阀阅世家”②因此，绍兴余姚孙氏
“忠孝之家”遂为后人津津乐道、赞美有加：“孙氏自
（孙）燧及（孙）嘉绩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绪，
蔑有废坠。海内高仰之为当代宗臣。”［４］明末清初
的浙江海宁人查继佐更是盛赞孙燧家族乃是“传世
显荣”的华丽家族 。③正是由于“忠孝”思想的深入
人心，故在明清易代“鼎革”之际，浙东的张煌言、钱
肃乐、刘宗周等望族士大夫或奋起参加抗清武装斗
争，或者以“绝食”方式来为前明殉国。当时，望族
士大夫王业泰（王守仁的玄孙，历史上最后一位“新
建伯”爵位的贵族）为明朝殉国的悲壮结局颇为令
人肃然起敬。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时任明军都督的
“新建伯”王先通（王业泰之父）在李自成农民军攻
克北京城时兵败被杀。王业泰即南下投效南明弘
光政权，承袭了“新建伯”的爵位。清军进入南京城
时俘虏了王业泰，多方劝诱王业泰降清、并许诺他
可继袭“新建伯”爵位等优厚待遇。但王业泰坚持
民族气节，慷慨陈词：“世受国恩，义不改节，得死报
君父地下足矣。”④王业泰终遭清军杀害，浙江绍兴
余姚王阳明文化世族也在悲凉中沉没了［５］２０９。
明清时期，不独浙江多“忠臣孝子”之家，江南

其它的诸如苏南（也称“江东”）、皖南等地“忠臣孝
子”之家亦颇多。例如，明代苏南吴郡吴县洞庭东
山镇陆巷村“莫厘王氏”的王鏊家族，也可称“忠臣
孝子”之家。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曾积极鼓励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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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谏诤，强调：“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①明太祖

朱元璋说：“忠臣爱君，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
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
直者，亦非忠也。”又云：“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
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
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
也。”②若以此种标准来衡量王鏊，王鏊可谓是明代
中期一个大忠臣。王鏊（１４５０—１５２４年），字济之，

号守溪，晚号拙叟，人称震泽先生。明成化十一年
（１４７５）乙未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及第，授编
修。弘治时历侍讲学士，充讲官，擢吏部右侍郎。

正德初进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鏊担任皇
帝近臣侍讲学士时，谠言尽忠导帝上进：“进讲必分
别天理人欲，君子小人。每至治乱用舍之际，言之
恳恳。上以方春，出游后苑，左右谏不听，公讲《文
王无盘于游田》一章，反复千言……上自是不复出
矣。”［６］可见，抱有“忠君”之志的王鏊，他就是用其
忠谠来向青年君主（明武宗）进谏、引导君主上进
的。正德时阉官刘瑾擅权，刘瑾的党羽日益嚣张，
祸流搢绅，王鏊又置生死于度外，与韩文等大臣奏
请诛杀刘瑾及其党羽“八虎”等。事虽不行，但王鏊
的忠君言行和胆识则为同僚廷臣们所折服、钦佩，
故在他辞官后乡居十四年间，廷臣们还是对他“交
荐”不断 。③尤其是，王鏊的“忠君报国”思想也极大
地影响其子孙后裔等族众。万历年间，王鏊的曾孙
王禹声（１５４８—１６１１年），字遵考，号闻溪。万历十
七年（１５８９）己丑进士，历刑部主事、工部郎中、承天
知府等职。其时正值权阉专横，王禹声乃“牒报上
官，直列二阉激变状”，因其言行忤逆权阉而被罢官
归里：“坐削籍归，归数年卒”。［７］王禹声这种恪遵祖
训、不辱家声的崇高品格受到了后人的赞扬，其族
人王仲鎏对他称赞云：“昔文恪公（王鏊）当武宗时
为宰辅，而内困于逆（刘）瑾；公（王禹声）当神宗时
为太守，而外尼于奉茂，何后先一辙也。”④

　　① 《明太祖实録》卷一五。

② 《明太祖实録》卷二九。

③ 《明史》卷１８１《王鏊传》。

④ 王季烈编《莫厘王氏家谱》卷１３《述徳上》，１９３７年石印本，第６５页。另，参阅吴仁安著《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下编，甲组第七则《明清

时期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镇王鏊家族》，第３４３页—３４５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明清江南望族中“忠臣孝子”之家，由于望族士
子、士大夫们一般均有“忠君”之志，他们大都能够
尽忠报国，于是往往能达到“家”、“国”双赢，不仅为
国尽忠出力，而且也使家运鼎盛、家祚绵长。例如，
明代浙江处州府青田县的开国元勋刘基家族，因是

“忠臣孝子”之家，故亦家祚绵长，竟能成为与大明
皇朝相始终的江南望族［５］１９３－２０１；明代浙东绍兴府余
姚县的“忠烈公”孙燧望族，更是集忠、孝、文、武于
一门，前后有子孙后裔十一人进士及第入仕为官作
宦，二人位登后阁，六人卒后蒙朝廷赐谥，后人赞
曰：“孙氏自（孙）燧及（孙）嘉绩六世，世以文章忠孝
嗣其家绪，蔑有废坠，海内高仰之为当代宗臣。”（邵
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之《姚江孙氏世传》）而苏
南（江东）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镇的莫厘王氏，该望
族士大夫自“山中宰相”王鏊坚持儒家忠谠之道的
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王鏊第十四世孙王颂蔚（公
元１８４８年—１８９５年），少负盛名，与袁宝璜、叶昌炽
并称“苏州三才子”。光绪六年进士及第后历任户
部主事、军机章京。王颂蔚尝言：“京曹官惟科道尚
可抒其忠谠，以补朝政之缺耳，若我所居职，终曰疲
精于抄写，役形于案牍，直吏胥事，一旦得居言路，
踵朱蓉生、梁节庵后，我愿足矣。”［８］颂蔚之子王季
烈（字晋余，号君九，系王鏊第十五世孙），光绪三十
年（１９０４）甲辰进士，官至学部专门司郎中，诰授通
议大夫。娶郑氏，诰封淑人。生有七子、三女。总
之，洞庭东山镇陆巷村的莫厘王氏望族，自明代文
渊阁大学士王鏊（１４５０—１５２４年）后一直瓜瓞绵绵、
子孙不绝，而又科第相继、簪缨联翩，故竟能成为贯
联明清两代的江南著姓望族。

二
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明清

江南望族士大夫以“市隐”人文心态在亦出（世）亦
入（世）、似出（世）似入（世）的夹缝中谋求自身的生
存与发展。
众所周知，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高度

发展的时期，君权至高无上，帝王操纵帝国全体臣
民的生杀予夺之权，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即使身处庙堂的殿阁大臣，也是帝威不测，“伴君如
伴虎”，稍有不慎则随时可召致杀身之祸；遑论身在
江湖的山野草民了。尤其是，明、清王朝对江南的
封建统治又尤为严厉。由于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
斗争时，“张士诚据有吴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９］

于是朱元璋在削平群雄建立了大明王朝后，便对江
南实行苛政：迁富户、重赋税、杀士人等一系列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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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政策和残酷镇压随之而来。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
庚戌，迁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无田之民四千余
户至皖北临濠垦田，又移江南富民十四万户于凤
阳。同时，又对江南课以重赋，以致“天下之赋莫重
于东南，东南之赋莫重于吾苏”。［１０］不仅如此，明太
祖朱元璋又对江南士子进行摧残。明太祖迭兴文
字狱、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在其繁密的文网和文化
高压政策下，明初苏州府长洲县大名士高啟（公元

１３３６年—１３７４年）等一批江南文士被戮杀，与高啟
友善的“吴中四杰”或“北郭十子”中的杨基、张羽、
徐贲和王行等江南吴地才人俊彦，竟无一善终。朱
元璋并抛弃了“刑不上大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老
传统，发明了“廷杖”制度，即在庙堂大殿上杖责大
臣，以此来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他的侄儿大都督
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都被廷杖致死，永嘉侯朱
亮祖父子则被当众鞭死。终明一代，廷杖作为威慑
公卿、维护皇权的残酷手段，经常被滥用，使得“天
下莫不骇然”。据叶子奇撰《草木子》一书记载：当
时京官们都人人自危，每天早晨离家去上朝时，都
要与妻子、儿女相互诀别，挨至晚上平安回来，一家
相庆，即庆贺又多活了一天！同样，清朝为了巩固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满清封建统治者在实
行恢复科举、开设“博学鸿词科”和南巡召试等怀柔
政策羁糜封建士子的同时，又交替使用了文网繁密
的文化高压政策，屡兴“科场案”和文字狱来对付汉
族搢绅地主，特别是对江南缙绅、封建士子进行摧
残和打压。箍制异端，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统治。

　　① 《列朝诗集小传·甲集》。

② 见陈继儒著《晚香堂集》卷四。

那末，面对明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高压政策
和摧残、箍制，江南缙绅和望族士人又是如何处置
呢？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和文人，一般而言，其
在成功、得意时是儒家，都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的
入世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学会文武艺，售于帝王
家”，他们“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在其遭受挫折
（诸如科场不利、仕途坎坷）、失意时则又往往变成
了释、道，崇尚师法自然的田园理想、追求一种远离
尘俗的出世的浪漫主义。而明清时期的江南封建
士子、特别是江南吴地文化世族的士大夫，其中有
相当部分的人士，他们则在“入世”、“出世”或者“兼
济”、“独善”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所谓“市隐”生
活道路。其实，“市隐”心态并非江南吴地士人所始
有，它更不是元明之际的产物。早在东晋时诗人王
康琚的《反招隐》一诗中已有“小隐隐陵薮，大隐隐

朝市”之句。后来，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其《中隐》
一诗中则又将隐逸心态扩展为“大隐”、“中隐”、“小
隐”等几个层次：“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
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
寒。”其间，既有晋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
陶渊明式的隐逸，也有将梅树当妻室、把白鹤当儿
子的宋朝林和靖式的隐逸。但成为一种普遍的人
文心态，其涵盖面竟遍及一个地域，则肇自明初，迨
至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公元１４６５—

１５６６年）四朝这一百年间得以充分发展，稳定成江
南尤其是其中的苏松吴中地域性的文化精神，即特
定时空间群体性趋从的一种意识形态 。［１１］这是颇
具江南特色的隐逸心态，它既无须如同释、道宗教
人那样终年隐居深山老林专心修炼，也有别于一般
意义上的归隐山林与世隔绝，而是把隐逸的地点从
山林转到了城市：“虽居市廛，如处岩壑”。①诚如明
代朝廷名臣兼著名文学家的苏州府娄东人王世贞

（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年）对虽然不曾有过科举功名的隐君
子、却又能得享天下大名的松江府华亭大名士陈继
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年）所言那样：“市居之迹于暄也，山
居之迹于寂也，惟园居于季孟之间也。”②于是，在
那种隐于朝市的“市隐观”的时尚理论观照下，“大
隐隐于市”，只要“内无所营，外无所冀”，［１２］只要不
像人们所熟悉的唐人借“隐居”为名成为平步青云
的终南捷径那样，亦即如果能够保持人格的独立和
精神的超脱，那末就处处可以隐，不仅城市可以隐，即
使当官作宦也一样可以隐，可以隐于医，可以隐于诗、
可以隐于画、可以隐于旅，那简直就是无往而不可隐
了，亦即“市朝无拘管，何处不渔蓑？”而且认为隐于市
朝者尤为难得，故目之为“大隐”。文征明在《顾春潜
先生传》中对“市隐”则有更加透彻的解释：

　　“或谓昔之隐者，必林栖野处，灭迹城市。
而春潜即仕有官，且尝宣布于时，而随缘里井，
未始异于人人，而以为潜，得微有戾乎？虽然，
此其迹也。苟以其迹，则渊明固曾为建始参
军，为彭泽令矣。而千载之下，不废为处士，其
志有在也。渊明在晋名元亮，在宋名潜。朱子
于《纲目》书曰：‘晋处士陶潜’，与其志也。余
于春潜亦云。”［１３］６５４－６５５

从上述文字可见，文征明认为“林栖野处，灭迹
城市”已经不能作为判定处士隐者的标准，身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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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里巷之人只要其“志有在也”，那末也就仍然不失
其文人处士的本色。故自明代江南吴门大名士文
征明（１４７０—１５５９年）上述此言一出，“市隐”说即从
行为到理论都获得了圆满的佐证和支撑点，江南吴
地“市隐”人文心态之风于是亦就愈盛。

　　① 见民国《吴县志》卷六十七，并参阅吴仁安著《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下编，甲组第三十六则《苏南吴郡长洲县吴宽家族》。

② 王鏊撰《吴宽神道碑》，载《震泽集》卷十二。

③ 王鏊撰《送广东参政徐君序》，载《王文恪公集》卷十八。

④ 文含：《文氏族谱续集·序》，载《曲石丛书》，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腾冲李氏刻本，第１页。

⑤ 文征明撰《相城沈氏保堂集》，载《文征明集》卷十八。

⑥ 文含：《文氏族谱续集·成都世系表》，载《曲石丛书》，民国十八年腾冲李氏刻本，第１页。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吴尚书宽》认为：明代
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１４６５———１５６６年），江
南吴地“搢绅首称匏翁（吴宽的号），布衣首推白石
翁（沈周的号）”。按：吴宽 （明苏州府长洲人，

１４３５—１５０４年）字原博，号匏庵。成化八年（１４７２
年）壬辰会试、殿试皆第一，金榜状元及第，授翰林
院修撰。明孝宗即位，预修《宪宗实録》，进少詹兼
侍读学士。丁忧后，入东阁，专典诰敇。弘治十六
年（１５０３年）进礼部尚书，次年卒谥“文定”。后人评
说：“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
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①明人苏南

吴郡吴县洞庭东山镇王鏊在他的《吴宽神道碑》中
说到吴宽在京城为官时的“市隐”心态及其行为：
“公（吴宽）好古力学，至老不倦。于权势荣利，则退
避如畏热。在翰林时，于所居之东治园亭，杂萌花
木，退朝执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分
题联句为乐，若不知有官者。”②王鏊在他所撰的另

一文《送广东参政徐君序》中则又比较具体地说到
了当时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的吴宽与给事中陈玉

汝、御医周原己、武选郎中徐源以及作者王鏊本人
等一批在京供职的江南吴地籍士大夫们在天子脚

下的京师“大隐”生活状态之一斑：“少詹有园曰一
鹤，亭曰玉延，庵曰海月。陈（给事中陈玉汝）有半
舫斋，周（御医周原己）有传菊轩，武选（武选郎中徐
源）有超胜楼，予家有小适园。花时月夕，公（吴宽）
退辄相过从，宴集赋诗，或联句，或分题咏物，有倡
斯和，角丽搜奇，往往联为大卷，传播中外，风流文
雅，他邦鲜俪。”③可见，这些在京城当官作宦的江
南吴地籍望族士大夫，他们在京城都拥有自己的园
林与亭、楼、轩、庵，每当花时月夕，彼此“辄相过
从”、“宴集赋诗”，真正的“风流文雅”之极！试想，

吴宽、王鏊等江南吴地籍的文化世家望族士大夫在
天子脚下的京城已经表现出了“他邦鲜俪”的“市

隐”风貌了，那末在他们的故乡即江南之吴中地域，
望族士大夫此种“市隐”风范之盛则可想而知了。
明清时期，江南吴地“市隐”人文心态的承衍载

体主要是当地的文化世族。文化世族和豪门右族、
科举簪缨世家同属著姓望族之列，但他们之间却又
有所区别。明代吴门文化名人文征明（１４７０—１５５９
年，明苏州府长洲县人）的后人文含在《文氏族谱续
集·序》中曾不无自豪地说：“吴中旧族以科第簪缨
世其家者多有，而诗文笔翰流布海内累世不绝则莫
如文氏。”④文化世族可能同时又是科第簪缨世家
（例如，本文中的江南吴门长洲文征明家族即是这
种簪缨世家、文化世族“双肩挑”的名门望族），但科
第簪缨世家却并非就是文化世族。簪缨世家和文
化世族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的家祚所
维系的命脉大都是政治、经济转化的物质因素，故
簪缨世家往往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后者所
承传的则更多的是心态因素、精神因素，即所谓“诗
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而师资源委，实以
兴之”，⑤而文化和精神的因素积之弥深，则续之弥
远，故文化世族例如吴门长洲文氏望族即能够“诗
文笔翰流布海内累世不绝”也。
吴门长洲文征明家族历史悠久，其远祖可以追

溯到西汉景帝时期的蜀郡太守文党（字仲翁），故
《文氏族谱续集》称：“吾文氏系出汉蜀守翁之后。”⑥

后唐同光三年（９２５年），文时从征南唐，留镇江西，
遂家庐陵，是为庐陵文氏始祖，该支十三世祖文天
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年）即临刑作《正气歌》的抗元民族
英雄，而十二世祖文宝则迁至湖南衡山。文宝是为
文氏衡山派始祖。其后，文氏衡山派的文惠入赘于
江南苏州张氏，文惠则为江南吴门文氏的始祖。吴
门长洲文氏在落籍苏州之前均系武人，“世以武胄
相承”，以武功而被授官者甚众。在文惠入籍苏州
后，文氏家族“始业儒，教授里中”。［１３］７１０江南吴门长
洲文氏从此弃武从文，走上了读书科举之路。文惠
之子文洪（字公大，号希素）系明朝成化八年（１４７２
年）壬辰举人，官涞水县教谕。能诗，有《涞水集》、
《括囊诗稿》等。文惠的二个孙子文林、文森均是进
士及第。文林（文洪长子，字宗儒，１４４５—１４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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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成化壬辰进士，历知永嘉、博平二县，迁南京太仆
寺丞，终官浙江温州知府。有《琅琊漫抄》、《文温州
诗》。文森（文洪次子，字宗严，１４６２—１５２５年）系成
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年）丁末进士，授庆云知县，历监
察御史，官至右佥都御史。曾与修《宪宗实録》。文
林之子文征明（文惠的曾孙，１４７０—１５５９年）：初名
璧，号衡山，即是誉满海内的明代江南大名士。从
吴宽学文章，从李应桢学书法，从沈周学画。他既
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与沈周、唐寅、仇英号称“吴
门四大家”；他又擅长诗文，才高八斗，与唐寅、祝允
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但他虽然文坛得
意，却科场蹭蹬，屡试而不获中举。正德末，在其５４
岁时才以岁贡生荐试吏部，授翰林院待诏。然他却
又因保持人格尊严而不奴颜权贵，尤不肯为藩王、

　　① 参阅吴仁安著《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编第二章第七节《明清江东苏南文化世家苏州府吴江县汾湖叶氏宗族及其叶绍袁家族》；并散

见该书下编甲组各有关家族。

② 徐有贞：《武功集》卷五《题唐氏南园雅集图》。

中官作画。故旋即致仕归里，“市隐”故里潜心书画
创作数十年，其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时人美誉他
为“四绝”的全才，并称他“主中吴风雅之盟者三十
余年”。文征明及其子孙后裔文彭、文嘉、文元发、
文元善、文肇祉、文震孟、文震亨、文从简、文从昌、
文秉、文乘、文柟、文点等文氏文化家族链中的众多
文化名人在文学、史学、书画艺术和园林等诸多领
域皆有杰出贡献，江南吴门长洲文氏因此而成为明
清时期闻名海内外的文化世族。［５］３３５－３３７明清时期，
类似吴门长洲文氏家族那样的文化世族在当时的

江南吴地甚多，例如，前述的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
镇陆巷村王鏊所属的“莫厘王氏”、苏州府长洲县的
吴宽家族也均为其时吴门颇为著名的文化世族。
此外，当时苏州府长洲县的彭启丰家族、申时行家
族、韩菼家族、徐陶璋家族和苏州府吴县的缪彤家
族、洞庭东山镇严经家族、吴钟骏家族、木渎镇冯桂
芬家族、袁尊尼家族及苏州府元和县吴廷琛家族、
朱希周家族、陆肯堂家族，与苏州府吴江县“全孝
翁”吴山家族（清初著名边塞诗人吴兆骞即出此
族）、吴江县叶绍袁家族、松陵镇沈璟家族，以及苏
州府常熟县的孙承恩家族、赵用贤家族、严讷家族、
瞿景淳家族、归允肃家族、钱谦益家族、翁叔元家族
和苏州府昆山县的叶盛家族、归有光家族、昆山县
千墩镇顾炎武家族、昆山县城厢镇徐乾学家族，等
等，也都是明清江南史上有过一定影响的文化世
族，①而这些家族中产生的诸如王鏊、王世琛、王禹
声、王芑孙、吴宽、叶盛、严讷、归有光、归允肃、朱希

周、朱骏声、汪绎、沈璟、赵用贤、袁廷梼、钱谦益、顾
炎武、徐乾学等等文化名人，则无疑都在明清江南
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上述苏州府长洲文征明家族、吴县的洞庭东山

镇“莫厘王氏”和吴宽家族及吴江县沈璟家族等诸
多文化世族，就是明清时期江南吴地“市隐”人文心
态的主要承衍载体。那末，他们又是如何来实现自
己“市隐”的途径呢？这主要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
文人雅集、寻胜纪游、品茶神聊以及写诗、绘画等文
艺创作诸方面，亦即所谓“明季江南文人有‘隐逸
气’，就是从他们这种趣味生活和艺术生活的选择
中流露出来的。”［１４］明代江南吴地文士雅集结友之
风甚盛，所谓“吴中盛文会，济济多英彦”。②例如，
文征明父子与袁氏兄弟在“闻德斋”的雅集，以及文
征明、陈淳、吴爟等的“东郭十友”，皆是著名的文士
之会。他们以文会友，通过雅集聚会来诗酒唱和，
品文论画，来度过淡定自若、舒心惬意的“隐逸”生
活。文征明家族的文氏成员又经常与三五情趣相
投的文人雅士结伴出游，他们一起去苏州乃至江南
地区的名胜古迹地访游。这种访胜纪游与他们的
书画、诗文等文艺创作相结合，则又构成这些文化
世族的士子、士大夫隐逸生活的重要部分。另外，
品茗、饮茶自古以来即属雅事，故品尝名茶香茗也
往往与“市隐”相联系，茶寮也就成为“隐于朝市”的
一大佳处。文征明曾创作《惠山茶会图》、《品茶园》
等画品。文征明的曾孙文震亨（文震孟的胞弟、文
元发次子、文彭孙，１５８５—１６４５年）则又设计了一个
令人想往的品茗佳境：“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
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淡。寒霄兀坐，
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１５］

在中国传统隐逸文化中，私家园林具有重要意
义。因为以文会友、诗酒唱和、品诗论画乃至饮茶
品茗，在在皆需要一个尝心悦目、高雅舒适的场所，
而最理想的场所则莫过于园林了，因为它最富有文
化标志意义：“园林是隐逸人格精神最直观感性的
外化物之一，也是将隐逸本质贯彻得最彻底的艺术
样式。园林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归隐羡隐的士
大夫在政治受挫后的心理失衡，并完成其人格精神
的改造与构建。”［１６］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士大夫将
园林建筑同诗词、绘画艺术等创作结合在一起，以
梅、兰、竹、菊、松、荷及山水、怪石等自然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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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己人格的象征，并从中感悟到它们与自己的
共鸣。我们仅从前述王鏊撰写的《吴宽神道碑》、
《送广东参政徐君序》二文中已经领略了一些园林
的诗酒唱和、以文会友等功能，文章真实地反映出
当时在京供职的江南吴地籍缙绅士大夫京城都拥

有自己的园林，如时任少詹兼侍读学士的吴宽有
“一鹤园”、“玉延亭”和“海月庵”等园林，给事中陈
玉汝有“半舫斋”，御医周原己有“传菊轩”，武选郎
中徐源有“超胜楼”，作者王鏊本人则有“小适园”；
他们公干下班闲暇时彼此“辄相过从”，就在上述这
些私家园林“宴集赋诗”，洒脱地消遣、休闲，这种
“大隐隐于市”的隐逸生活真是“风流文雅”之极！
吴宽、王鏊等江南吴地籍官员在天子脚下的京城都
已经拥有自家的私人园林，那末在他们的故乡江南
吴地，构造园林之盛也就可想而知。
童寯《江南园林志序》云：“吾国凡有富宦大贾

文人之地，殆皆家族园林之所荟萃，而其多半精华，

实聚于江南一隅。”①明清两代，是江南私家园林建
筑的鼎盛时期。江南园林的勃兴，大约在明代中叶
以后，史载：“嘉靖末年，海内宴然，士大夫富厚者，

以治园亭。”②明代云间华亭名士何良俊（１５０６—

１５７３年）在所撰《西园雅会集序》中记载了明朝嘉靖
以来江南各地竟修园林的情况：“凡家累千金，垣屋
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嬴，尤
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略市肆民
居大半。”③生活于明末清初的上海著名文人叶梦
珠，他回忆起晚明松江府城内园林之盛时也云：“余

　　① 童寯《江南园林志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７５３册，第３页。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二十六《玩具》之“好事家”条。

③ 何良俊《西园雅会集序》，《明文海》卷三○一《序九十三·杂序》。

④ 叶梦珠《阅世编》卷十《居第一》。

⑤ 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

⑥ 计成《园治》卷一：《园说》。

幼犹见郡邑之盛，甲第入云，名园错杂，交衡比屋，

阛阓列廛，求尺寸之旷地而不可得。”④但是，江南
区域则以吴地苏州的园林尤多、并以苏州园林最为
著名。这正如明代苏州府娄东太仓文人陆容
（１４３６—１４９７年）所说：“江南名都，苏杭并称，然苏
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盛。”⑤明代苏州府

属各县大约有园林合计达２５０多处，迨至清代苏州
园林数量则更加可观，并且名园凸现，诚如清代嘉
庆壬午进士官至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的梁章钜

（１７７５—１８４９年）所言：“吴下园亭最盛，如齐门之吴
氏拙政园、阊门之刘氏寒碧庄、葑门之瞿氏网师园、

娄门黄氏之五松园。其尤著者，每春秋佳日，辄开
园纵人游观。”［１７］我们纵观江南私家园林，尤其是
明清江南苏州园林，其园主大多是得志官绅、富商
大贾或是归隐文人士大夫。前者（得志官绅、富贾）

姑且不论。与本文关系密切者，乃是明清时期那些
由失意或退隐官员为消遣避祸、标榜“宁静致远”而
自娱自乐而建筑的苏州私家园林。例如，座落在苏
州城东北街的拙政园，它“虽由人作，宛若天开”，⑥

集中体现了江南园林的精湛造园艺术，是世界文化
遗产和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拙政园最早的原创园主是明代苏州府吴县
人弘治六年（１４９３年）癸丑进士王献臣，他仕途坎
坷，早年虽曾擢御史巡按大同，但旋以细故为东厂
所诬，谪为上杭县丞。后复以前巡按大同事再遭东
厂诬奏，再谪广东驿丞。王献臣受诬罢官后归隐苏
州故里，寄情于东北街一隅，以大弘寺废址建别墅，
并取西晋潘岳《闲居赋》中“灌园鬻蔬……是亦拙者
之政也”之意，题名“拙政园”。当时吴门画派的大
家文征明参与了该园的设计，并作有《拙政园卅一
景》图。可见，失意官员王献臣是要以此园来实现
他终老林泉的愿望。而位于苏州阔家头巷的网师
园，其最早创建此园的园主是南宋的侍郎史正志，

他在京师遭弹劾罢官后流寓吴中，首先在此建堂筑
圃，花园称“渔隐”，堂号则名“万卷”，他本人又自称
是“吴门老圃”。后来，又将花园改称为“网师”，意
即渔夫、钓叟。柳宗元有“独钓寒江雪”之诗，内含
“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意，可见，此网师并非寻常的
渔夫，而是隐于江湖的高士。将园林取名为网师
园，意即“渔夫叟之园”，又可见园主那种淡定自若、
终老江湖的“市隐”人文心态。再如，苏州现存古典
园林中历史最悠久的沧浪亭，它至今也是世界文化
遗产。沧浪亭位于苏州护龙街（现改名为人民路）

的南首，其最早的原创园主为北宋诗人苏舜钦（公
元１００８年—１０４９年）。苏舜钦出身于北宋四川一
个文化世族，其胞兄苏舜元（１００６—１０５４年）进士出
身，官至三司度支判官。他俩的祖父则是宋太宗太
平兴国五年（９８０年）庚辰进士、状元及第的苏易简
（９５８—９９７年），曾官拜参知政事。苏舜钦原籍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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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州盐泉，字子美，晚号沧浪翁，系宋仁宗景祐元年
（１０３４年）甲戌进士，少有大志，入仕后累迁至大理
评事。庆历中，因名臣范仲淹推荐出领集贤校理，
进监奏院。他和岳父杜衍都与范仲淹主新政，故多
遭保守大臣们的谗陷，于是苏舜钦乃罢官流寓江南
苏州，买水石建筑私家园林以自适，起园名“沧浪
亭”即取《楚辞》中的隐逸之句。他工诗文，又善草
书，其“墨宝”则多为时人所传。苏舜钦建筑沧浪亭

　　① 《左传·鲁宣公十二年》。

后，亲撰《水调歌头》一首，云：“潇洒太湖岸，淡泞洞
庭山。鱼龙隐处烟雾，深锁渺弥间。方念陶朱张
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落日暴风雨，归路
绕泞湾。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壮年何时憔悴，
华发改朱颜？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鸟相猜，不肯
傍青纶。刺棹穿芦荻，无语看波澜。”人云“自古圣
人不寂寞”，但是这首宋词却多少流露出苏舜钦因
被谗陷遭降职而不甘寂寞之情，闷闷不乐的苏舜钦
不久终于英年早逝了。沧浪亭历经沧桑，它经历了
由亭变为庵，又由庵变为亭的曲折过程。南宋绍兴
年间，该园林为韩世忠所有。由元至明初，则废为
僧舍。明嘉靖时，就其遗址建筑韩蔪王（世忠）祠，
文瑛和尚则在大云庵旁恢复了沧浪亭。明代苏州
府昆山文化名人归有光（公元１５０６年—１５７１年）
曾特地撰写《沧浪亭记》一文，生动地记述了文瑛和
尚修复沧浪亭的原由及其变迁过程。作者归有光
在文中有的放矢地大发议论，认为历史上的君臣将
相争霸立业，虽极一时之盛，但最终功名富贵还不
是“皆无有”？同沧浪亭的为人们热爱相比，其原创
园主苏舜钦虽然被谗陷而长期放废并且英年早逝，
但由于他“所至皆有善政”（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
墓志铭》）以及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因而能够名垂千
古。入清后，康熙年间又改建为苏公（舜钦）祠，商
丘宋牧仲寻访遗迹，又构亭于假山之上，因得文征
明隶书“沧浪亭”三字，便作为园林匾额了。又如，
那座位于苏州府吴江县同里镇上的退思园，其园主
任兰生（１８３８—１８８８年）字畹香，号南云。同治年
间，赐内阁学士。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任安徽凤颖
六泗兵备道，其管辖区域是皖中的凤阳、颖川、六
安、泗州两府两州之地。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任兰
生被弹劾落职还乡，在同里镇创建了私家园林“退
思园”。园名“退思”，即取“退而思过”之意，典出
《左传》：“林父子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①

等等。由上述可见，拙政园、网师园、沧浪亭、退思
园等明清江南吴地古典园林，其原创园主的最早造

园初衷，或多或少地皆具有“市隐”人文心态。
拙政园、沧浪亭、网师园等苏州古典园林，一

般而言，其园主大都学问渊博、思想深奥，他们造
园时不仅精心设计、别出心裁，还往往与当时社会
上的文化名人、著名画家等一起探讨和规划。例
如，在拙政园建造之时，那位文名卓越的退隐官员
王献臣即虚心地邀请当时吴门画派的大家文征明

参与了设计。文征明不仅为拙政园题词、作记，绘
有《拙政园卅一景》图，并亲手在园内栽植了一株
紫藤。因此，拙政园、沧浪亭、网师园等苏州古典
园林，可谓均皆“虽由人作，宛若天开”，它们都集
中体现了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精湛的造园艺术。例
如，拙政园是一座山水俱佳的园林，但它总体布局
则以水池为中心。它临水建有形体不同的亭、台、
槛、榭，高低错落的各种建筑物，具有江南水乡特
色。而网师园、沧浪亭、退思园等以水为中心的水
景园，也都很有各自的特色。如在网师园，有一处
景点名称“月到风来亭”，它居水崖之巅，突出于池
中。该亭呈六角形平面，单檐攒尖顶。亭中正中
墙上镶有一面如同门样的大镜子，镜中映出园中
的山光水色，造成园中有园、景外有景的效果。它
是园中观景尝月的佳处，依韩愈“晚色将秋至，长
风送月来”的诗意，人们在月明风清的夜晚来到该
亭，则可领略“月到天心，风来水色”的情趣，故它
冠名“月到风来亭”自是十分贴切的。再如沧浪
亭，在该园林南部的竹丛之中有“翠玲珑馆”一座，
取自苏子美诗“秋色入林红黯淡，月光穿竹翠玲
珑”之意。建筑平面由三个矩形对角相连，化大为
小，融于自然。每当月色溶溶的晴晚，身处其馆，
则似觉清凉袭人，胸怀顿若俗尘远去，体现出江南
园林主静、主幽的传统文化思想；等等。明清苏州
古典园林这种“若以城市中而求隐居”的境界，正
符合当时江南吴地文人的隐逸思想。曾有学者指
出：明代苏州私家园林的主人们“既贪图城市的优
厚物质供应，又不想冒劳顿之苦，寻求‘山水林泉
之乐’，因此就在邸宅近旁经营既有城市物质享
受，又有山林自然意趣的‘城市山林’，来满足他们
各方面的享乐欲望。”［１８］而这种情况，即在当时江
南文人的诗文中亦有类似记载。例如，明末清初
那位与陈子龙等有“云间六子”之称的云间青浦诗
人李雯（１６０８—１６４７年）在他所撰《宝树园记》中
云：“（宝树园）广不逾数亩，无层峰叠壑之奇，无广
厦华堂之美，而洞石玲珑，云林掩映，至其地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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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城市山林之想。”①而那位生前备受乾隆皇帝

宠爱并赐诗极多的苏州府长洲籍大名士沈德潜

（字确士，号归愚，１６７３—１７６９年）在其所撰《复园
记》一文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峰岫互回，云天倒映
……禽鱼翔游，物亦同趣，不离轩裳而共履间旷之
域，不出城市而共获山林之性。”②

正是由于这些苏州古典园林具有如上述诸多

特色、优点，使得园主人在其中生活能够舒适自在、

从容淡定，他们可以在园林中随心所欲地品茗、抚
琴、下棋、写诗、作画、清淡，亦可以在园林中以文会
友、举行文会雅集。例如，在朱彝尊去世后那位清
初东南文坛领袖查慎行（浙江海宁人，１６５０—１７２８
年）有诗云：“不须丝竹发豪兴，自有风雅供清淡。”③

试想，风和日丽之时，三二知心文友相聚园林亭台，

一边品茶、一边清淡，不亦乐乎？而江苏丹徒文士
余京的诗记：“名园今又逢高宴，怪得银花夜结
社。”④从中，则又道出园林具有文会雅集的极佳功
能了。明清江南的文会雅集主要就在园林池馆、亭
轩楼台中举行，如《苏州府志》卷四十九《第宅园林
四》载：“李文安公杰宅，在北郭外石城里。宅有五
乐堂，长沙李东阳记，公又辟西园，结酒社、诗社为
娱。”须知，建园结社乃是明清时期江南具有标志意
义的风雅之举。总而言之，私家园林总是承衍具有
“市隐”人文心态的江南文人士大夫高逸、闲适理想
生活的最佳载体。而上述所引查慎行、余京和李
雯、沈德潜等江南文人士大夫的一些诗文，则揭示
了园林的诸多功能和江南文人士大夫们的隐逸情

志。

　　① 李雯《宝树园记》，见《吴门园墅文献》卷二《文菽》。

② 沈德潜《复园记》，见《吴门园墅文献》卷二《文菽》。

③ 查慎行《三月三日朱大司空招集南庄限三字》，《敬业堂诗集》卷七。

④ 余京《五日张处冲招宴集心远亭限韵五首》其二，《江干诗集》卷一。

上述种种，既是具有“市隐”心态的江南文人士
大夫们的生活情趣，也是他们这些人的生活智慧。
诚如前述，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鼎
盛时期，君权至高无上，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
死”。在封建专制主义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下，面
对凶险的宦海风波或政治风险，江南文人士大夫在
朝不保夕的残酷现实面前选择了远避是非、明哲保
身的生活道路，他们在亦出（世）亦入（世）、似出
（世）似入（世）的夹缝中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于
是江南吴地“隐逸”风气日盛。江南望族文人士大
夫的“市隐”观提供了一个既能与时俱进、又能享受
生活的生存方式。但我们不能由此而说这些具有

“市隐”心态的明清江南吴地望族文人士大夫都是
一些逃避政治风险、只图享乐的私利之徒，因为实
际上他们也都饱读儒家经典而又满腹诗书，也均认
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同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
式，他们也如同寻常士民那样都保持完善的人格。
在平常的岁月，他们怀着“市隐”心态过着“大隐隐
于市”的隐逸生活。但是，一旦当遭遇到了民族危
机、国家有难之秋，他们同样也会挺身而起，同样也
是顶天立地的铮铮大丈夫。例如，著名的江南吴门
长洲文氏文化世族产生的文震孟（字文起，大名士
文征明的曾孙，１５７４—１６３６年。明天启壬戌进士第
一，官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就曾为维护朝
廷利益触怒了权阉魏忠贤而被昏君明熹宗下旨廷

杖八十；在清朝“剃发令”下后，震孟的胞弟文震亨
则在跳江投水殉国未果之后又绝食而死。又如，明
末清初苏州府昆山县千墩镇顾氏望族产生的大儒

顾炎武（明正德丁丑进士顾济的玄孙，初名绛，字忠
清，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年），明末参与“复社”活动，清兵南
下，从昆山知县杨永吉举兵抗清；抗清失败后，他则
遍游诸省（故有人称顾炎武是“隐于旅”），考察山川
形势，屡谒明陵。所至每垦田度地，结交豪杰之士，

图谋匡复明室，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
言壮语 。［５］４９６再如，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镇莫厘王
氏望族的士大夫王颂蔚（明武英殿大学士王鏊的十
三世孙。字芾卿，号蒿隐，１８４５—１８９５年。光绪六
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补军机章京）是冯桂芬的高
足，他一生以入言路做个忠谠的谏臣为理想。中日
甲午战争前，他已经忧虑地认为：“敌人谋我非一
日，我乃临渴掘井，如何制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
国失败后，他更是忧国忧民益于言表：“偿金赔款割
地委曲求和，府君益为愤懑，尝曰：‘今日之败绩，归
咎于师之不练，器之不利犹非探本之论，频年以来，

盈庭皆泄沓之风，宫中务游观之乐，直臣摈弃，贿赂
公行，安有战胜之望？此后偿金既巨、民力益疲，恐
大乱之起不在外患而在内忧，时局至此，令人有披
发入山之想。”［１９］等等，等等。上述文震孟、文震亨
兄弟和顾炎武及王颂蔚等江南吴地望族士人的言

行，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诠释了明清时期江南吴地
“市隐”心态人的人生。我们研究历史，只有全面地
研究这个问题，才能历史主义地正确评价明清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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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市隐”人文心态在明清江南望族史与江南文
化史上的影响。

三
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明清

江南望族官绅努力为“江南减赋”呼吁与晚清时由
于吴地望族官绅各方的耦合力争而终使“江南减
赋”获得成功。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

“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
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２０］江南

重赋由来已久，在明清两代尤其剧烈，其中又以苏、
松二府最为突出。唐朝中期的韩愈已说：“赋出天
下，而江南居十九”，可见江南重赋早在公元八、九
世纪之交即初肇其端。明朝弘治年间官至礼部尚
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丘濬曾云：“以今观之，浙东西
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
九也。”①清代，康熙初年的江苏巡抚韩世琦也说：
“然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唯苏、松为
最。”②江南在重赋压榨下经济十分不景气，“民穷
财匮”而“无处不苦”，这正如明人黄廷鹄在他的《役
法原疏》中早已指出的那样：“国家财赋，耑倚三吴，
而苏松独甲于天下，则其劬劳疾痛之状，亦独倍于
天下，第今民穷财匮，十室九空，无处不苦，而苏松
为甚。”③在重赋的剥削下，江南苏松二府百姓，特
别是佃种重赋官田的农民，为支付沉重的赋税，“卖
屋者有矣，卖田者有矣，卖牛者有矣，卖子女者有
矣，脱妇人簪珥者有矣”。④ 清朝康熙皇帝六下江
南，在他首次巡视江南回京后，训示即将离京南下
赴任的江苏巡抚田雯时也说：“向闻江苏富饶，朕亲
历其地，见百姓颇多贫困。尔至彼地，当以爱养民
生为要。”⑤康熙年间工科给事中任辰旦则云：江南
开张铺面形似繁荣者，实际上乃是一种仅在城市中
呈现的虚假盛世，江南广大农村的真实情况是“至
于乡镇村落，则居者半是草屋，服者半是单衣，妇子
之啼饥号寒，实与瘠薄之区无以异地。”［２１］

　　①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四《治国平天下之要·经制之义下》。

② 韩世琦：《请减浮粮疏》，乾隆《苏州府志》卷一○《田赋》。

③ 黄廷鹄：《役法原疏》，《明经世文编》卷五○三。

④ 《见闻録》，《陈眉公秘书十种》。

⑤ 《清圣祖实録》卷一三○，康熙二十六年六月丁未。

关于江南重赋的原因，自明以来众说纷纭。现
代中国史学界的伍丹戈、林金树、樊树志、杨亚非、
郭厚安、唐文基、韦庆远、范金明等对于明清江南重
赋问题均有研究，先后撰文加以探讨。上述诸家的

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依照明清文
人学者的成说，也主张是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怒民
（江南吴地百姓）附寇（张士诚）”的原因，诸如伍丹
戈（撰文《明代的官田与民田》，载《中华文化论丛》

１９７８年第１期）等人；二、是认为重赋问题是与江南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江南农业经济的高水平发
展及其所带来的较其它地区富庶的农家经营，可谓
是“江南赋重”的根本原因，持此说者有樊树志（撰
文《明代江南官田与重赋之面面观》，载《明史研究
论丛》第４辑）、郭厚安（撰文《明代江南赋重问题
析》，载《西北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１期）、范金
明（撰文《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载《中国经济史
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等；三、认为导致苏松重赋的
原因在于苏松二府历来官田多，并且官田之赋苛
重，持此说者有林金树（撰文《试论明代苏松二府的
重赋问题》，载《明史研究论丛》第１辑）、杨亚非（撰
文《明代苏松嘉湖地区重赋之由》，载《江南学刊》

１９８３年第５期）、韦庆远（撰文《明代“江南赋税畸”

原因辨析》，载韦庆远著《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行）、唐文基（撰文《明代江南重
赋问题和国有官田的私有化》，载《明史研究论丛》
第４期）等等。笔者已往对江南重赋历史问题关注
不够、认识不足，但自从较多地接触了此历史问题
的史料后，则认为江南重赋问题既由来已久、又十
分复什，虽然上述伍、林、樊、杨、郭、唐、韦、范等各
家所说皆言之成理，但我们又不能孤立地看待江南
重赋问题，故如将上述各家所言汇集成一说，那末
离开“江南重赋”原因的完整答案则会更近些。这
其中又必须指出：即明清封建统治者对江南百姓的
“重鞭抽快牛”这一招，也是“江南重赋”的重要原因
之一。试想，如果在贫穷的边远地区或者虽属内地
中原但却是土质瘠薄的不毛之地，那里的百姓终年
辛勤劳作也难以温饱，封建统治者对那里的百姓敲
骨吸髓也榨不出多少油水，又怎么能够对其实施什
么“重赋”政策呢？然江南则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土
地肥沃、物产丰富，向有“苏杭熟，天下足”的美誉，

加上江南百姓历来勤劳、淳朴又比较柔弱，缺乏抗
争精神，故历代（特别是明清）封建统治者当然也就
乐得对江南百姓“重鞭抽快牛”，油水多榨一分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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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供其挥霍享受。明清时期，如果在江南多产生
几位李自成、张献忠或者洪秀全式的农民起义领
袖，那末一部“明清江南赋税史”可能要改写了。
江南重赋明清时尤烈，而以苏松二府最为突出。

基此原因，明清以来在朝野官宦士大夫中对于要求实
施“江南减赋”的呼声甚高，特别是江南吴地籍的望族
士大夫这种要求“江南减赋”的言行颇多。例如，明代
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镇“莫厘王氏”望族的王鏊
（１４５０—１５２４年），他在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年）乙未进
士及第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他不仅文章优长，而
且为官正直敢言，被吴门大才子唐寅誉称为“海内文
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王鏊晚年积极倡导江南减
赋，他在一篇《吴中赋税与巡抚李司空》文中说：“今天
下财赋多出吴中，税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指出吴
中税额之高而导致了吴中地区“贫穷多流，里甲坐困，
去往相牵，同入于困……故贫者皆弃其田以转徙，而
富者尽卖其田以避役。近年吴下田贱而无所售，荒而
无人耕。”［２２］王鏊此文，可谓是明清时期江南望族士
大夫对于“江南减赋”努力的先行者。虽然当时的明
朝封建统治者并未如王鏊所请那样实施“江南减赋”，
但多少也有所触动，故迨至明代嘉隆年间在江南一些
州县试行“一条鞭法”以减轻江南一些州县农民的负
担，如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年）丁酉苏州府、松江府出现
了“照田多寡为轻重，凡大小差役总其徭役数目，一条
鞭征充”。①迨至明代隆庆年间（１５６７—１５７２年）海
瑞任应天巡抚时，他又将嘉靖末年巡按浙江的御史
庞尚鹏在余姚、平湖等地试行的一条鞭役法在其辖
境应天加以推广。但江南广大地区并未真正减赋，
江南百姓赋税负担依然十分沉重。对此，万历初年
的内阁首辅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年）也有较深的认
识，他曾对当时的应天巡抚宋仪望（字望之，号阳
山）说：“来翰谓苏松田赋不均，侵欺施欠云云，读之
使人扼腕！”张首辅明确表示：“不于此时剔刷宿弊，

　　① 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一《田赋·徭役》、嘉庆《松江府志》卷２７《田赋·役法》。

② 张居正撰《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载《张文忠全集》。

③ 清季天梅生著《金唬逸史》卷一：《绿绮楼》。

为国家建经久之策，更待何人！”②但“使人扼腕”的
是，没有等到张居正将江南重赋的“宿弊”加以“剔
刷”，使江南的百姓也能“均粮足民”，这位台阁重臣
的大改革家张首辅即撤手西归，“张居正改革”亦即
就此打住。此后，明朝的国政每况愈下，国库日益
不盈，张居正的那位不良门生明神宗为了满足其荒
淫奢侈的生活，竟然派出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去各
地为他聚敛财富。试想，这样贪婪的封建君主又怎

么可能为江南“减赋”呢？入清后，也曾有不少朝廷
官员曾为“江南减赋”发出呼吁，有的更明确地为
“江南减赋”向朝廷进呈奏本。例如，康熙二十二年
任辰旦即向清圣祖进呈《工科给事中任辰旦为酌减
苏松之赋额以均国课事题本》，云：“工科给事中臣
任辰旦谨题，为请酌苏松之赋额，以遂民生，以均国
课事。……（由于重赋，江南）乡镇村落，则居者半
是草屋，服者半是单衣，妇子之啼饥号寒，实与瘠薄
之区无以异也……今百姓幸生唐虞三代之事，此真
千载一时，偿不为之酌量裁减（赋税），更复谁望用
敢仰请乾断敇部议。……定为苏松之赋，则即不然
亦请从稍减。减一分，百姓免一分之困；减一厘，百
姓沐一厘之惠。……以苏松百姓数百年呼天吁地，
而一旦蒙恩于今日，垂诸百代史册有光。”［２１］任辰

旦（１６１７—１６８６年）字千之，号待庵，清浙江杭州府萧
山县人。康熙丁未进士，官至大理寺丞。这是位颇为
干练的江南望族士大夫，在他担任上海知县时治绩考
评为“最”。他的上述题本在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初
九日进呈，清圣祖在本月十五日即批示：“知道了”，并
且“该部知道”。但由于当时各方面时机尚未成熟，清
中央朝廷并没有给江南实施“减赋”政策。
促使“江南减赋”时机成熟的是清季的“庚申之

难”。清朝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庚申，太平天国忠王
李秀成率军东征，连克常州、苏州，并在苏州建立了
太平天国的苏褔省。这次“庚申”战争对苏州而言，
无疑是一场灾难，它不仅死人无数，而且经过这场
屠杀焚毁的兵燹后，繁盛的苏州变得十分萧条：“金
阊门外，南北两濠，附郭临流，旧为闹市，实烟月之
作坊，鲜风骚之名迹。庚申（１８６０年）之役，景物一
变，昔之列屋连云，今则荒丘蔓草矣；昔之燕舞春
风，今则狐嗥夜月矣。盛衰转眼，过客兴悲。”③苏

州的大批官绅、富商纷纷逃至上海的租界避难，“庚
申之难”不仅成为苏州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也
促成了“江南减赋”时机的逐渐成熟。战争中吴地
人口大量死亡，使得江南苏松常等郡耕地荒芜，农
业萧条。两年后，太平天国“天京”被清军攻陷，江
南再次遭受战争的洗劫，江南许多州县更是遭难落
荒：“自昆至苏境，转荒落。金阊门外，瓦砾盈途，城
内亦鲜完善。虎邱则一塔仅存，余皆土阜。由是而
无锡，而常州，而丹阳，蔓草荒烟，所在一律。”［２３］

在清朝咸丰末、同治初的太平天国晚期，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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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南减赋”做努力的是江南吴地望族代表、时任
太常寺卿的潘祖荫（１８３０—１８９０年），他在太平军攻
占苏州之后的第七天，亦即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庚申
四月二十日，就向咸丰皇帝进呈《敬陈救时八策》，
在该文的第二策“收人心”之中，他首次提出要豁免
江南积欠钱粮：“江浙皖豫历年民欠钱粮，……款项
已属虚悬，虽征亦无实济。合无仰肯天恩推广，万
寿恩昭，刊刻誊黄，大普皇仁，概予豁免。……臣所
谓收人心者此也。”①次年十月，潘祖荫又进呈《请
免钱粮、汰厘局、严军律、广中额疏》，奏请清廷：“免
各省之钱粮以苏民困也。……即如去年（１８６０，庚
申）苏州失守，……闻彼此贼人（对太平军的污蔑称
呼），已先遍张伪示，概与蠲除。……民贫为盗，势
所必然，而贼又诱之以利，结之以恩，……”故潘祖
荫审察当时江南现状而恳切请求清中央朝廷把当

时历经兵燹的江南之“府厅州县钱粮即行豁免，其
附近各州县亦行酌量减成”。②随着江南战局的不断
发展，江南地方士绅与督抚的势力也日益膨胀。在镇
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督抚，不
仅控制了大量的军队，而且其幕府聚集了当时最杰出
的人才。据统计，两江总督曾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年）
幕府经其举荐日后官至总督者有１３人，巡抚者有１３
人，提督、布政、道府者有１００人。［２４］太平天国失败
后，以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
年）为代表的东南地方督抚专政的局面大致形成，已
成为当时左右清廷的重要政治力量。而当时苏州府
吴县的大阜潘氏望族的潘祖荫、潘曾沂、潘曾涛、潘曾
绶等杰出人物就是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东南督抚为坚
强的政治后盾，利用大阜潘氏望族控制的社会网络所
构成的有效社会资源，由各种力量的耦合力争而使
“江南减赋”终获成功 。［２５］

　　① 潘祖荫：《潘文勤公奏疏》，光绪刻本，第７－９页。

② 潘祖荫：《潘文勤公奏疏》，光绪刻本，第１８－２０页。

苏州“贵潘”支潘氏，其先世居皖南徽州歙县北
岸镇大阜村，原是徽州商贾世家。明末清初，其二
十四世祖潘仲兰（谱称“筠友公”，１６０９—１６７７年）在
江淮间经营盐业，始侨寓苏州南濠。清代康熙初
年，其二十五世祖潘景文（谱称“其蔚公”，公元

１６３９—１７０６年）正式卜居苏州城厢黄鹂坊桥巷，成
为大阜潘氏迁徙苏州府吴县的始迁祖。经过百余
年的发展，迨至清代乾隆以后该支迁苏州潘氏遂发
展成为苏州门第煊赫的官宦世家兼文化世族，科第
相继，世代书香。从乾隆中期至光绪末年的一百二
十余年间，潘氏先后计有三十五人在乡试、会试中

金榜题名，中举者二十六人，成进士者九人（其中状
元一名、探花二名），其他取得贡生、监生、诸生等科
名者则是不计其数，遂成为清代苏州彭、潘、申、顾
四大科举家族中仅次于彭氏的一等著姓望族。此
即为迁徙苏州潘氏的“贵潘”支，它有别于清代由徽
州歙县迁徙苏州的潘氏另一支“富潘”。［５］１４５－１４６

自潘奕隽、奕藻兄弟先后进士及第，成为大阜
潘氏迁入苏州后力学“张儒”、科举入仕从而富贵兴
盛的契机。此后，苏州的大阜潘氏便科第相继，簪
缨盈门。其中的潘世恩（字芝轩，号槐堂。奕基次
子、潘冕孙、潘兆鼎曾孙、潘景文玄孙、潘仲兰来孙，

１７６９—１８５４年，潘氏第三十世）成乾隆五十八年
（１７９３年）癸丑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及第，累官至户
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是清代著名的“状元宰
相”。大阜潘氏人才辈出，代不乏人，正如晚清显宦
李鸿章为潘氏第三十一世潘曾玮宅题写的“祖孙父
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匾额所示那样。而潘氏望族
中的潘奕藻、潘世恩、潘祖荫等高官又均位居显要，
故其门生、同年、座主、同僚等关系遍布全国，诸如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翁同龢、阮元、俞樾、彭启
丰、彭绍升、李慈铭、吴钟骏等达官显要、学者名流
都与潘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潘氏构筑的社会关
系网络中，其同年、门生的关系则往往借助于地缘
关系而结成更为关系密切的“通家之好”甚至姻亲
关系，这些原因都构成了潘氏成为清代江南一等望
族巨绅的有效社会资源。迨至晚清，苏州大阜潘氏
望族的头面人物潘祖荫（１８３０—１８９０年。字伯寅，
号郑盦，是历仕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的“状元
宰相”潘世恩之孙。咸丰二年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
及第，授编修，在南书房供职近四十年，光绪年间官
至工部尚书，卒谥文勤）即利用潘氏望族多年来控
制的社会网络所构成的有效社会资源，耦合各种力
量共同促成了“江南减赋”最终获得成功。
江南减赋，就苏州大阜潘氏望族而言，最早酝

酿于潘世恩。据潘曾绶墓志铭记载：

　　“同治三年，吴中大乱克平，百物凋尽，尚
书（即潘祖荫）思所以救乡里佐中兴者，惟减漕
赋一事为最重，而军饷方急，度支累空，非常之
举，难于发言。复请于公（潘曾绶），公曰：‘此
先太傅（即潘世恩）之夙志，未得闲以请，汝勉
之。天子仁圣，万一得请，吴事毕矣！’尚书（即
潘祖荫）遂斋祓入告，竟荷愈旨，三吴千里欢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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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雷。”①

可见，“江南减赋”乃是苏州大阜潘氏从潘世恩
以来三代人的共同愿望。潘世恩之所以没有直接
去做，既是由于其时条件尚未成熟，但亦因潘世恩
为官向以“慎密”著称，他在枢垣十七年“不与疆吏
交一牍。上前所陈奏，或有所论荐，非宣示，终不以
告人，虽家人子弟不闻不知。”②可谓一生慎言慎

行。潘祖荫是潘世恩的嫡孙，他“一生以文学政事
敭历三朝，早结主知，日在禁近，进参枢密，出备六
卿，恩宠便蕃，光华震叠”。③ 潘祖荫虽也“服膺家
教”为人谦恭，但他遇事敢作敢为，在晚清为“江南
减赋”努力再三，不仅自己不断向朝廷奏请要求“酌
减”江南重赋，还多方利用有效社会资源为“江南减
赋”添砖加瓦。例如，其祖父潘世恩的私淑弟子冯
桂芬（字林一，号景亭，苏州府吴县木渎镇人，１８０９
年—１８７４年。道光二十年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及
第，授编修，是近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之先驱人物）
在其早年即深感江苏漕粮沉重，曾上书当时江苏巡
抚林则徐，请予缓解一二分或三四分，以与民休息。
此后，冯桂芬在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先后上书时任江苏巡抚的许乃剑、赵德辙，都要
求“江南减赋”，虽皆未果，但“江南减赋”问题已经
引起朝野普遍关注。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苏州士绅
纷纷避乱上海，冯桂芬再次为减赋事上书曾国藩，
获得曾国藩的首肯。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李鸿章率
师进入上海，邀请冯氏入幕，冯桂芬再提“减赋”之
议。与此同时，祖荫之父潘曾绶（世恩之子，字绂
庭，１８１０年—１８８３年。道光二十年举人，官至内阁
侍读）也与分管江苏粮储的郭嵩焘先请示江苏巡抚
李鸿章，得到李鸿章的首肯后，再由冯桂芬拟具《请
减苏松太浮粮疏》进呈。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五月十
二日，两江总督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两位封疆
大臣督抚会衔上奏朝廷，曾、李督抚并于五月二十
四日抵达京师朝觐。

　　①１９９２年修《大阜潘氏支谱·诰封光禄大夫四品卿衔内阁侍读追赠三品卿衔潘公（曾绶）墓志铭》，第１４２１页。

② 《潘文恭墓志铭》，载同治八年修《大阜潘氏支谱》，卷二十。

③ 李慈铭：《诰授光禄大夫太傅工部尚书潘文勤公墓志铭》，载《大阜潘氏支谱》卷九，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修。

④ 《潘文勤公奏疏·请减江南赋额疏》，光绪刻本；潘祖年辑《潘祖荫年谱》，苏州吴县潘氏刻本。

⑤ 民国刻本《吴县志·列传四·冯桂芬传》。

⑥１９９２年修《大阜潘氏支谱·诰封光禄大夫四品卿衔内阁侍读追赠三品卿衔潘公（曾绶）墓志铭》，第１４２１页。

在曾国藩、李鸿章督抚进京之前，太常寺卿潘
祖荫又曾多次上书朝廷请减江南积欠钱粮以收拾

江南人心。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四月二十日，即在曾
国藩、李鸿章进京前一个月，潘祖荫再次上奏《请减
江南赋额疏》云：

　　“江苏漕赋之重，甲于天下。自南宋籍没官
田之租，元明以来即准此以为赋额。嘉靖中将官
田民田均派摊科，官田虽减，民田反增。苏松两
属官田甚多，故赋额独重，太仓次之，常镇又次
之。周梦颜《财赋考》谓明比宋多十倍，比元多七
倍，其大较也。……

臣窃见前江苏抚臣林则徐奏疏，有云：江南
漕赋独重，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地延袤仅五
百余里，岁征地丁漕项正耗额银二百数十万两，
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余万石，又漕赠行月南屯局
恤等米三十余万石。比较浙省征粮多至一倍，较
江西则三倍，较湖广且十余倍。……

自道光三年以来，岁无上稔，十一年又经
大水，民力愈殚。……囊时特以积重难返，殚
而不为，今则江南数郡兵燹频经，苏常至今未
复，不于此时酌减旧赋，更定新章，将来照常征
收，上持空名，民受重困，以残破之余，虽求如
道光年间实征之数且不可得……

臣闻湖北漕额经前抚臣胡林翼裁减清厘，
不独民生利赖，国课亦且大嬴。此时江南郡邑
渐就荡平，因时制宜，实事求是，与民更始，酌
定额粮，抚字之恩加与荡析之后，则戴德者愈
深，携离之众返诸畎亩之中，则弭变者甚大。”④

就在朝野大臣的共同努力下，清廷立即颁布上
谕，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督饬布政
使和粮道设局办理“江南减赋”事宜，查明有关府厅
州县情况，折衷议减，并将曾、李奏折与潘祖荫等人
的奏折一并交部核议。最后折衷近三十余年实征
与旧额，清廷“准苏（州府）、松（江府）、太（仓直隶
州）减三分之一，常（州府）、镇（江府）减十分之一。”
这次清廷为江南减赋削减的只是无法征足的空头

数据，清政府的实际收入并未因此而减少，但正是
这个空头数据曾给征税环节带来诸多弊端，正如冯
桂芬所说：“不减额之弊，在多一分虚数，即多一分
浮费，减额之效，在少一分中饱即多一分上供。减
额既定，胥吏无权，民间既沾实惠，公家亦有实
济。”⑤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当上述潘祖荫等为“江
南减赋”的奏本上达清廷“竟荷愈旨”时，使得当时
江南的“三吴千里欢声如雷”。⑥尽管这次削减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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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未能完全如愿，但想清初顺治年间发生的“奏销
案”曾令多少江南士绅一夜之间沦为平民、囚徒，曾
让多少士绅风声鹤唳，远走他乡，甚至自杀身亡，又
有谁能料到二百年后江南士绅（主要是江南望族士
大夫）竟让朝廷一次削减三分之一。细绎江南减赋
之过程，不仅可以看到晚清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转
变，同时也可以看到地方士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是
如何发挥其效用的。它标志着江南士绅力量的复
苏，是清代皇权与绅权关系的转折点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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